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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面源污染经济规制方面,
 

现有文献对于环境税、
 

财政补贴、
 

环保罚款等政策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

果,
 

但对于多种经济规制工具的结合研究,
 

特别是对基于环境税的两部门规制政策(two-part
 

instruments)的研究仍

有较大的空间.
 

两部门规制政策既具备最优庇古税(first-best
 

Pigouvian
 

tax)的特征,
 

同时对于监管和执行的信息需

求可以实现最小化.
 

该文在一个局部均衡框架下,
 

比较研究了5种不同情境下,
 

基于环境税的两部门政策对农业面

源污染的规制效应.
 

结果表明:
 

基于环境税的两部门规制政策会诱导道德风险,
 

因为面源污染不仅与污染性要素投

入本身有关,
 

而且与要素投入的使用方式关联.
 

实现社会最优面源污染排放的政策组合至少有2种:
 

①
 

对污染性

要素投入征税,
 

对耕地的使用进行补贴的政策组合;
 

②
 

对农业产出和高污染、
 

低成本的粪肥使用行为征税,
 

而对非

污染性要素投入和低污染、
 

高成本的粪肥使用行为进行补贴的政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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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决策者而言,
 

环境经济政策主要有以下几大目标:
 

控制污染有用,
 

具有经济效率,
 

在政治上可接

受,
 

与现有法律框架保持一致,
 

为经济主体创新提供激励.
 

由于这些环境经济政策目标较多且很分散,
 

现

有经济学文献尚未对不同环境经济政策做出较为一致的优先排序,
 

特别是在面源污染领域,
 

理论界尚未建

立一种普遍认同的政策规制机制[1].
 

实际上,
 

环境经济政策的选择,
 

除了要考虑政策本身的特征之外,
 

还

要考虑环境问题的特征[2].
 

比如,
 

在气候和地貌方面的不同特征使得同一流域内的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

容易受到面源污染的侵害,
 

这就要求环境经济政策机制的设计应当基于场地的特异性[3].
 

这一要求给面源

污染的规制增加了难度,
 

因为面源污染排放量难以进行有效观测或不能以合理的成本观测.
 

因此,
 

不可能

将污染排放追溯到排放者个人,
 

并运用诸如庇古税之类的最优(first-best)政策工具对面源污染进行规制.
 

另一方面,
 

经济学家专注于设计直接控制污染的政策工具,
 

如经济奖励或环境标准等.
 

然而,
 

这需要被规

制的要素投入或管理实践可以被简化为一个易于观测且与污染排放高度相关的决策选择子集[4].
 

这一系列

的限制使得这些规制工具在经济学意义上只是次优的(second-best).
 

同时,
 

实施这些规制政策可以为减少

排放提供强有力的工具,
 

但可能同时也会诱导非法排放污染物等问题,
 

比如非法倾倒或焚烧,
 

或者以一种

低成本、
 

高污染的方式不正确地使用污染性要素投入等[5].
在面源污染管控这一特殊领域,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策工具,
 

欧盟等发达国家对面源污染的规制主要

① 收稿日期:2018 04 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0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JY149).
作者简介:周志波(1985 ),

 

男,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环境经济学、
 

财税政策及政府管理研究.



采用相关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则等管控政策.
 

但是,
 

学术界缺乏能够使用现有数据分析管理手段、
 

位点特异

性、
 

水体质量之间关系的工具,
 

而且这些政策工具没有提供经济激励,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会自愿地减少

面源污染排放.
 

因此,
 

引入新的清洁型生产技术,
 

实施良好的环境规则,
 

往往无法有效解决农业面源污染

问题[6].
 

Palmer等[7]、
 

Walls等[8]及Fullerton等[9]学者提出了基于激励的规制工具(incentive-based
 

in-

struments),
 

在具备最优庇古税(first-best
 

Pigouvian
 

tax)多数特征的同时,
 

对政策执行的监管需求可以实

现最小化.
 

这就是两部门规制工具(two-part
 

instruments),
 

也称为两部门规制政策,
 

它实际上是一个政策

组合,
 

包含对污染性产品、
 

要素征收环境税和对在产品生命周期结束时进行回收的行为或者采用清洁型技

术的行为进行补贴这两个部分.
 

Fullerton等[9]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中给出了一个最优的、
 

封闭形式的解决

方案,
 

Walls等[8]则在一个局部均衡模型中给出了同样形式的解决方案.

两部门规制政策,
 

可以视为对玻璃瓶或电池等可回收产品“存款—退款”形式的生产运营模式.
 

但是,
 

与这种所谓的“存款—退款”体系相比,
 

两部门规制政策并不意味着税收和补贴相等,
 

它们并不一定针对同

一产品或同一主体,
 

即这种政策工具并不定向地针对某一产品或某一个体,
 

税收与补贴之间没有一一对应

的关系.
 

两部门规制政策旨在避免可执行性问题,
 

并通过对污染性产品征税的同时,
 

对诸如购买清洁型产

品或采用清洁型技术的市场交易进行补贴来实现污染管控.
 

正如Fullerton等[5]所指出的,
 

两部门规制政策

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情境中使用.
 

面源污染的规制就是一种典型的适用情境,
 

但现有文献对这种方法的研究

严重不足.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设计不同的两部门规制政策工具,
 

引导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水平达到社会最

优水平.
 

同时,
 

我们将比较这些不同的两部门规制工具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从这方面来讲,
 

设计两部门

政策工具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可以看作经济学文献中的新工具.
但是,

 

设计农业面源污染的规制政策,
 

必须解决几个关键的问题,
 

克服几大困难,
 

而这些问题和困难

都是现有文献尚未很好地解决的.
 

为了在一个更为现实的经济框架下分析两部门政策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

相关问题,
 

必须将农业生产的过程和步骤尽量细化分解,
 

越精确越细化越好,
 

特别是要将不同的产出和多

种要素投入以及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关系纳入模型之中.
 

只有这样,
 

才可能明确界定税收或补贴的计算基

础,
 

从而使面源污染排放者无法逃避税收或以欺诈的方式获得补贴.
 

与Fullerton等[5]建立的模型相比,
 

在

面源污染情境下要素投入或生产技术不能简单地被划分为清洁型和污染型,
 

而只能说要素投入的使用方式

导致了更低或更高的面源污染排放.
 

因此,
 

技术进步没有反映在资本或要素投入中,
 

但体现在了管理实践

上.
 

这导致了一个问题,
 

即要素投入本身的应用不能构成两部门规制政策的一部分,
 

尽管购买要素投入的

行为形成了可观察的市场交易.
 

为了克服管理实践中无法观测的问题,
 

我们引入一个认证公司(accredited
 

firm)的认证来证明要素投入是否按照良好的环境实践来使用.
 

换言之,
 

我们建立一个最佳管理实践(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市场,
 

而且这些市场交易可以用于设计两部门规制政策工具.

由于采用有利于环境的要素使用方法往往都是出于自愿,
 

我们的建议也涉及自愿协议(voluntary
 

a-

greements)的相关文献.
 

例如,
 

Segerson等[10]将自愿政策和强制政策结合起来,
 

诱导成本最小化的面源污

染减排行为.
 

他们的研究表明,
 

如果税收政策在实践中可以向前追溯,
 

税收和补贴两种政策的组合比各自

单独实施更加有效.
 

然而,
 

正如他们所指出的,
 

在实践中往往不会满足这一条件.
 

Millock等[11-12]的研究

也建立了一种两部门政策机制,
 

这种机制包含一种自愿性政策(使用监控技术或者安装监控设备)和一种强

制性政策(对污染排放征收排污税).
 

Lankoski等[13]提出了一种类似的方法,
 

但他们不主张对生产技术进行

监管,
 

而是建议由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自行申报.
 

从这一方面讲,
 

我们提出的方法与 Millock等[11-12]和Lan-

koski等[13]等人的方法类似.
 

但是,
 

他们的方法是以监管生产技术或自行申报为前提,
 

而我们的方法是依

赖于一个认证公司保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遵从.
 

此外,
 

他们的政策设计侧重于面源污染排放或要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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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而我们提出的方法不仅为规制者提供了污染排放[11-12]或者主要污染要素投入[13]的规制工具选择,
 

而且还涉及各种非污染性要素投入和产出的规制工具.
 

本文的建议与以往文献中的方法主要区别在于,
 

我

们考虑了多种要素投入和多种产出的情况.
 

如果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生产不止1种产品,
 

并且使用的要素投

入之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
 

或者不同产品的产出之间存在关联,
 

那么这一区别就显得非常重要.
 

后一种

情况可能以不同产出之间的垂直链条形式出现,
 

或者以副产品(无论是好是坏)的形式出现.
 

在这种情况

下,
 

我们所提出的方法提供了额外的政策工具,
 

包括税收、
 

补贴、
 

对所有投入产出返还等,
 

并且考虑到了生

产过程的扭曲问题,
 

而如果决策者仅仅依赖于要素投入导向的模型或者忽略要素投入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

系时,
 

这些问题就不会考虑到.
本文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设计经济激励机制的建议,

 

通过使用一系列纯监管方法以实现有利于环境的生

产过程.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面源污染规制机制,
 

我们假设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同时养殖生猪、
 

种植谷物,
 

生猪养殖产生粪便,
 

粪便又用作谷物种植的肥料,
 

但粪肥的使用方式有高污染、
 

低成本和低污染、
 

高成本

两种类型,
 

我们称前一种为“不好的做法”(bad
 

practice)、
 

后一种为“好的做法”(good
 

practice).
 

但本文设

计的这种面源污染规制机制,
 

不仅仅适用于农业面源污染的管控,
 

还适用于规制者无法监控有利于环境质

量的生产方式或者监控成本很高的其他面源污染规制.

1 基本模型

1.1 模型假设

鉴于面源污染问题的区域性,
 

以及面源污染行为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有限,
 

我们考虑建立一个局部均衡

模型.
 

模型假设有2个:
 

①
 

假设存在一个社会计划管理者(环境规制者),
 

其政策目标就是实现社会净剩余

(W)最大化.
 

社会净剩余定义为产出收入减去私人生产成本之和,
 

再减去农业面源污染(在本文的研究中就

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由于农业生产使用矿物化肥和粪肥或有机肥导致的硝酸盐污染)造成的以货币衡量的福

利损失.
 

②
 

假设存在n 个同质的完全竞争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同时种植谷物、
 

圈养生猪.
 

生猪圈养产生

的粪便是一种副产品,
 

可以作为肥料用于耕地增肥.
 

为了种植谷物,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主要投入两种要

素———水和氮肥.
 

氮肥的投入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从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购买矿物化肥;
 

另一种

方式是利用生猪养殖的粪便.
 

但生猪粪便的使用又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相对比较污染但比较便宜的形式

(不好的做法);
 

另一种是污染较少但成本较高的形式(好的做法).

1.2 模型设定

在本文的经济分析中,
 

我们的目标是从社会最优的角度确定最佳的技术选择.
 

鉴于从个体最优角度和

社会最优角度的结果往往不一致,
 

我们设计了一种两部门规制政策,
 

并比较分析了这种政策与排污税的适

用性和效率差别.
 

同时,
 

由于两部门规制政策基于税收和补贴工具,
 

一些相关变量属于私人信息,
 

我们分

析了面源污染个体在多大程度上遵从个体理性约束,
 

那就是即便在税收和补贴政策的情况下,
 

采用“好的

做法”利用粪肥是否也是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最优选择.
社会净剩余(W)的数学表达式为

W = ∫
f(xf

,
 

xw)nxh

0

pc(qc)dqc + ∫
(xb,

 

xg
)nxh/γ

0

ps(qs)dqs -

nxh(pwxw +pmxm +pbxb +pgxg +ph)-D(E) (1)

上式中,
 

pc(qc)和ps(qs)分别代表谷物种植、
 

生猪养殖需求函数的反函数.
 

等式中的变量含义分别如下:
 

xb 为生猪粪便用于“不好的做法”时的氮质量浓度,
 

xg 为生猪粪便用于“好的做法”时的氮质量浓度,
 

xm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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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化肥的氮质量浓度,
 

单位都为千克氮每公顷;
 

xw 为水的灌溉量,
 

单位为立方米每公顷;
 

xh 为每个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开垦种植的平均耕地面积,
 

单位为公顷.
 

各参数的含义分别为pw,pm,ph,
 

分别代表xw,xm,

xh 的市场价格;
 

θm(xm)代表使用矿物化肥造成的每公顷氮排放量,
 

θb(xb)代表生猪粪便用于“不好的做

法”产生的每公顷氮排放量,
 

θg(xg)代表生猪粪便用于“好的做法”产生的每公顷氮排放量.
 

我们假设3个

氮排放函数都是严格凸的,
 

一阶、
 

二阶导数分别满足θ' >0,
 

θ″ >0.
 

由于θl(xl)(其中l=b,g,m)代表因

xl 这种形式的氮肥使用造成的剩余氮排放,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对所有的xl 而言,
 

都有xl>θl(xl),
 

对不等式两边求导数可得θ'
l(xl)<1.

 

由于农业生产总氮排放E 造成的以货币衡量的损害函数可以表示为

D ≡D(E),
 

其中D' >0.
 

总氮排放E ≡nxhe,
 

e为每公顷耕地上矿物化肥和生猪粪便的使用造成的氮排

放总量,
 

即

e=θb(xb)+θg(xg)+θm(xm)

  由于生猪粪便与生猪产出之间具有比较固定的比例关系,
 

所有的产出成本可以用生猪粪便而非生猪

产出数量来衡量.
 

对生猪粪便采用成本较低但污染较大的办法(不好的做法)进行处理,
 

成本为pb(单位

为元/kg);
 

采用成本较高但污染较小的办法(好的做法)进行处理,
 

成本为pg(单位为元/kg).
 

这样,
 

平

均每公顷耕地年产出生猪数量qs

·
(头/公顷),

 

可以与粪便产出数量关联起来,
 

从而q
·

s=
xb +xg

γ
,

 

其中γ

为1头生猪产生的粪便数量.
 

因此,
 

整个地区的生猪生产函数为qs=nxhq
·

s.
整个谷物生产投入使用的氮肥总量为xm +xb +xg,

 

但投入的氮肥总量并未完全被作物利用,
 

有一部

分多余的氮肥以氮排放(面源污染)的形式向环境排出,
 

数量为θm +θb+θg.
 

因此,
 

被作物实际吸收利用的

氮肥数量为xf =(xm -θm)+(xb -θb)+(xg -θg).
 

实际上,
 

谷物生产函数q
·

c(吨/公顷)依赖于两个要

素投入 — 投入使用的灌溉用水量xw 和作物吸收利用的所有氮肥xf =(xm -θm)+(xb-θb)+(xg -θg).
 

xl-θl(xl)(其中l=b,g,m)表示投入的氮肥总量减去氮排放,
 

即代表对作物生产有效的氮肥数量.
 

因此,
 

每公顷耕地的谷物生产函数可以写成q
·

c=f(xf,
 

xw),
 

整个地区的谷物供给函数为qc=nxhq
·

c=nxhf(xf,
 

xw).
 

我们假设谷物生产函数对xf,
 

xw 都是严格凸的.
 

特别说明,
 

函数的下标表示该函数对下标表示的变

量的偏导数.

1.3 社会最优问题

我们对表达式(1)分别求解xb,xg,xm,xw,xh 的导数,
 

可以得到社会净剩余W 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pcfxf
(1-θ'

b)+
1
γps -pb -D'(·)θ'

b =0 (2)

pcfxf
(1-θ'

g)+
1
γps -pg -D'(·)θ'

g =0 (3)

pcfxf
(1-θ'

m)-pm -D'(·)θ'
m =0 (4)

pcfxw
-pw =0 (5)

pcf+ps
xb +xg

γ -xwpw -xmpm -ph -xbpb -xgpg -D'(·)e=0 (6)

  (2)式和(3)式意味着 [D'(·)+pcfxf
](θ'

b -θ'
g)=pg -pb,

 

(4)式-(6)式的推导使用了这一等式.
 

一

阶必要条件(2)式-(5)式表明,
 

对一个内点解(interior
 

solution)而言,
 

xb,xg,xm,xw 必须投入到边际社会

利润(marginal
 

social
 

margin)等于边际社会成本(marginal
 

social
 

cost)的那个点上.
 

边际社会利润对一个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而言,
 

就是额外1单位投入要素产生的额外产出;
 

边际社会成本就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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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投入的价格,
 

加上1单位额外的要素投入对环境的边际损害,
 

要素投入的价格包括生猪粪便处理应用的

成本(好的做法和不好的做法,
 

其成本分别由(2)式和(3)式给出).
 

清洁型要素投入xw(水的使用)对环境

几乎不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等式(5)要求使用水的边际净利润与水的边际成本相等.
 

最后,
 

等式(6)表明耕

地投入使用量(xh)的社会边际利润与其社会边际成本相等.
在第二部分,

 

我们将在可能存在两部门规制政策的情境下,
 

求解个体决策的最优化问题.
 

所有的政策

工具都可能诱导实现社会最优.

1.4 私人利润最大化问题

假设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选择要素投入和产出水平以实现个体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在决策过程中并不考

虑生产过程的外部性,
 

即忽略谷物种植和生猪养殖对环境造成的面源污染损害,
 

可以据此计算为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提供正确激励的环境税水平,
 

让他们选择要素投入和产出水平,
 

以使个体最优的决策与社会最优

的决策保持一致.
 

假设本模型中的环境税有3种类型:
 

①
 

对产出征收的环境税,
 

在本质上是一种流转税

(增值税或消费税);
 

②
 

对要素投入征收的环境税,
 

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流转税;
 

③
 

对面源污染排放行为征收

的环境税,
 

实际上是一种排污税.
 

我们以下标表示对某种要素投入(或产出,
 

或污染排放)征收的环境税:
 

tqc
是对谷物产出征收的环境税,

 

tqs
是对生猪养殖征收的环境税,

 

tb 是对采用“不好的做法”利用生猪粪便

行为征收的环境税,
 

tg 是对采用“好的做法”利用生猪粪便行为征收的环境税,
 

tm 是对使用的矿物化肥征收

的环境税,
 

tw 是对农业生产用水征收的环境税(资源税),
 

th 是对耕地使用行为征收的环境税,
 

te 是对氮排

放(面源污染)征收的环境税.
 

这些环境税既可以是正的(税收),
 

也可以是负的(补贴),
 

从而构成一种规制

农业面源污染的两部门政策工具.
接下来本文将分别讨论5种情境下,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可行性和效率问题.
 

第1种情形为基

准情形,
 

环境规制者可以观测污染排放情况;
 

在第2种情形中,
 

环境规制者对所有的要素投入行为具有完

全的信息,
 

从而可以获得社会最优的结果;
 

第3种情形与第2种情形相似,
 

但环境规制者只对要素投入的

使用方式具有不完全的信息;
 

在第4种情形中,
 

污染排放行为无法观测,
 

但可以对谷物产出和一些生产要

素投入进行监控;
 

在第5种情形中,
 

谷物种植和生猪养殖以及一些生产要素投入行为,
 

可以被环境规制者

有效地监管.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个人的利润函数为

π=xh[pcf(xf,
 

xw)+ps
xb +xg

γ -tqcf(xf,
 

xw)-tqs

xb +xg

γ -(pm +tm)xm -

(pw +tw)xw -(ph +th)-(pb +tb)xb -(pg +tg)xg -tee] (7)

求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个人利润π最大化问题,
 

分别求π 对xb,xg,xm,xw,xh 的偏导数,
 

可以得到个体利

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pc -tqc
)fxf

(1-θ'
b)+(ps -tqs

)1
γ -(pb +tb)-teθ'

b =0 (8)

(pc -tqc
)fxf

(1-θ'
g)+(ps -tqs

)1
γ -(pg +tg)-teθ'

g =0 (9)

(pc -tqc
)fxf

(1-θ'
m)-(pm +tm)-teθ'

m =0 (10)

(pc -tqc
)fxw

-(pw +tw)-teθ'
w =0 (11)

(pc -tqc
)f+(ps -tqs

)xb +xg

γ -(pb +tb)xb -(pg +tg)xg

-(pw +tw)xw -(ph +th)-(pm +tm)xm -tee=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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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条件(8)式-(12)式表明,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通过选择投入和产出水平实现最大化利润,
 

每一种要素

投入的边际产出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包括环境税在内).

2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优环境税政策

在这一部分,
 

本文将分5种具体情境比较分析最优的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政策机制:
 

第1种情境为最

优庇古税情形,
 

规制者可以观测每一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氮排放水平;
 

第2种情境为完全信息情形,
 

规制者可以观测要素投入及其使用方式;
 

第3种情境为有限信息情形,
 

规制者可以观测要素投入的数

量,
 

但无法观测投入的方式;
 

第4种情境为规制者可以观测谷物产出和部分投入;
 

第5种情境为规制者

能够观测谷物和生猪2种产出及部分投入.
 

其中第1种情境是基准分析框架,
 

用于与其他4种情境下的

最优规制政策做比较.

2.1 情境1:
 

规制者可以观测每一个生产经营主体的氮排放水平(最优庇古税)

我们仍然假设,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选择xb,xg,xm,xw,xh 等要素投入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
 

但是环

境规制者可以对面源污染排放进行观测.
 

在这种情境下如果我们假设tb=tg=tm=0,
 

并对其余的环境税做

出(13)式-(17)式的限制,
 

一阶条件(8)式-(12)式会导致(2)式-(6)式定义的社会最优结果.

-D'(·)θ'
b =-tqcfxf

(1-θ'
b)-tqs

1
γ -teθ'

b (13)

-D'(·)θ'
g =-tqcfxf

(1-θ'
g)-tqs

1
γ -teθ'

g (14)

-D'(·)θ'
m =-tqcfxf

(1-θ'
m)-tqs

1
γ -teθ'

m (15)

tw =-tqcfxw
(16)

-D'(·)e=-tqcf-tqs

xg +xb

γ -twxw -th -tee (17)

从(13)式和(14)式可以得到

D'(·)=te -tqcfxf

这与等式(15)一起可以推出te=D'(·).
 

因此,
 

剩下的几种环境税tqc
,tqs
,tw,

 

th 可以分别表示为

tqc
=
D'(·)θ'

m -teθ'
m

fxf
(1-θ'

m)
=0 (18)

tqs
=[(D'(·)-te)θ'

b]γ=0 (19)

tw =-
D'(·)θ'

m -teθ'
m

fxf
(1-θ'

m)
fxw

=0 (20)

th =(D'(·)-te)e=0 (21)

(18)式-(22)式表明,
 

在最优状态下te=D'(·),
 

也就是对面源污染排放征收的庇古税te 与边际环境

损害相等.
 

如果这一条件成立,
 

(13)式-(21)式表明,
 

没有必要对产出、
 

投入或者生猪粪便的利用行为

(好的做法和不好的做法)征税,
 

以达到社会最优状态.
 

也就是说,
 

在规制者可以监测每一个生产经营主

体面源污染排放水平的庇古税情境下,
 

排污税是有效的环境税形式,
 

投入税、
 

产出税形式的环境税,
 

其

最优税率为零,
 

即

tqc
=tqs

=tw =th =0

即便面源污染的特征使得环境规制者很难对污染排放行为进行监管,
 

本文仍然对规制者可以监管污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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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情形进行了分析,
 

并将其作为基准与其他情形做比较,
 

特别是规制者必须寻找其他的税收/补贴机

制的组合政策,
 

从而实现最优的(first-best)结果.

2.2 情境2:
 

规制者可以观测要素投入及其使用方式(完全信息)

在这种情境下,
 

规制者不必具有观测污染排放和产出选择的能力,
 

即tqc
=tqs

=te=0.
 

但是,
 

规制者必

须能够监测所有投入(xb,xg,xm,xw,xh)的数量及其类型(污染型或清洁型).
 

这样,
 

可以将所有要素投入

之间的替代过程纳入模型分析.
 

因此,
 

使用两部门规制政策会产生最优(first
 

best)结果而非次优(second
 

best)结果.
 

在这种情形下,
 

以下的税收/补贴政策组合可以实现社会最优.

tb =D'(·)θ'
b >0 (22)

tg =D'(·)θ'
g >0 (23)

tm =D'(·)θ'
m >0 (24)

tw =-tqcfxw
=0 (25)

th =D'(·)(e-θ'
bxb -θ'

gxg -θ'
mxm)<0 (26)

将以上这些规制工具放在(8)式-(12)式中,
 

发现这些等式可以推导出等式(2)-等式(6)表示的社会最

优状态.
 

因此,
 

由等式(22)-等式(26)定义的两部门规制政策可以实现社会最优.
 

等式(22)-等式(25)

表明,
 

3种环境税是严格为正的,
 

一种为零.
 

相反,
 

(26)式中对耕地使用征收的环境税,
 

其符号不能直接

判定.
 

由于函数θl,
 

l=b,g,m 在区间[0,
 

x*
l ]上是严格凸的,

 

并且θl(0)=0,
 

我们可以得到θ'
lx*

l >θ'
l

(x*
l ).

 

由于D'(·)>0,
 

对耕地使用征收的环境税为负,
 

即

th =D'(·)[θm(xm)+θb(xb)+θg(xg)-θ'
mxm -θ'

bxb -θ'
gxg]<0 (27)

实际上,
 

在这种情况下对耕地使用征收的环境税是一种环境税式支出,
 

即一种补贴.
 

如果污染排放函

数是线性的,
 

并且严格凹的,
 

我们可以得到θ'
lx*

l ≤θl(x*
l ),

 

l=b,g,m.
 

因此,
 

在污染排放函数为线

性的严格凹函数情况下,
 

对耕地使用行为征收的环境税可以为零,
 

也可以为正.
 

换言之,
 

在这种情形

下对耕地使用征收环境税,
 

而不是对其进行补贴.
 

耕地使用环境税为负(实际上是一种补贴),
 

其隐含

的逻辑在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每公顷的税收负担为 D'(·)θ'
lx*

l ,
 

l=b,g,m.
 

但是就耕地使用而言,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税收负担应该为环境损害与污染排放 Dθ'
l(l=b,g,m)相乘.

 

由于污染排放函数

是严格凸的,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单位耕地实际税收支出与正确的税收支出之间的差为正,
 

即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付出了太多.
 

因此,
 

耕地使用的环境税实际上成为一种税式支出或补贴,
 

对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付出的太多代价给予补偿.

2.3 情境3:
 

规制者可以观测要素投入的数量但无法观测投入的方式(有限的信息)

在有限的信息条件下,
 

规制者可以观测所有要素投入的数量却不能观测要素投入的使用方式,
 

因为要

素投入如何使用属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私人信息,
 

这会导致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与规制者之间的不对称信

息问题.
 

现有的很多文献考虑了逆向选择问题并建立规制面源水体污染的模型,
 

在这些模型中有关农业生

产类型(或产出)的信息是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私人信息.
 

这些模型假设要素投入或者产出[14]是可以观测

的,
 

而面源污染排放水平则是无法观测到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类型和产出(或投入)变量的函数.
 

情境3分

析的情形与以往的文献明显不同,
 

因为我们假设面源污染排放不仅仅取决于要素投入的数量,
 

还取决于要

素投入使用的方式.
 

此外,
 

Innes等[15]建立了一个关于面源污染规制的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面源污染者可

以通过报告高排放水平以换取更低的环境税.
 

但是,
 

这种机制比较苛刻,
 

要求规制者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

调查等方式确定面源污染排放水平.
 

然而,
 

一旦粪便被使用,
 

规制者无法推定其使用的方式,
 

因而这一方

法在情境3中不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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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用不好的做法使用粪便行为征收的环境税,
 

明显高于对用好的做法使用粪便征收的环境税,
 

即tb>tg,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有激励向规制者报告用好的做法处理粪便,
 

即便这根本就不是事实.
 

同样,
 

由于规制者无法有效观测粪便利用处理的方式,
 

就无法根据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农艺措施而征收不同

的环境税.
 

为了克服这种逆向选择问题,
 

规制者可能按照较高的环境税标准tb 对所有的粪便利用处理

行为征收环境税,
 

而不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是采用“好的”还是“不好的”农艺措施.
 

为了获得关于使用粪

便方式相关的信息,
 

规制者可以创建一个认证主体(figure
 

of
 

an
 

accredited
 

verifier),
 

证明粪便是按照有利

于环境保护的措施使用处理的.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自主决定是否与这个认证主体签约合作.
 

这类认证主

体,
 

既可以是代表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进行粪便化肥利用处理的公司,
 

也可以是业务仅限于为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认证其粪便化肥利用处理属于低污染、
 

高成本方式(好的做法)的服务主体.
 

在后一种情形下,
 

认

证者实际上是监控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采用好的做法利用处理粪便化肥,
 

有利于维护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自身的利益,
 

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形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才可能得到政府的补贴或返还.
 

为了简化说明,
 

假设认证者在2种情形下的成本都以pv 来表示,
 

这一成本反映了认证者委托服务的成本与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自行使用处理粪便肥料成本之间的差异.
 

只要使用了粪便肥料,
 

认证者就向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

放一个证明,
 

证明按照正确的方法(好的做法)使用处理的粪便肥料数量.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向规制者

(政府)出示这一证明,
 

并按照每单位数量(千克)tb-tg 的标准,
 

获得正确使用处理生猪粪便的补贴.
 

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获得的补贴(返还)等于采取正确的方法(好的做法)利用处理生猪粪便而导致的边际环

境损害的降低tb-tg=D'(·)(θ'
b-θ'

g)>0.
当不存在不对称信息时,

 

等式(22)-等式(26)以及tqc
=tqs

=te=0所定义的税收/补贴机制实现了社

会最优配置.
 

因此,
 

诱导私人信息的额外成本由pv 给出,
 

这些成本不是由规制者承担,
 

而是由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承担.
 

如果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获得的补贴tb-tg 能够覆盖掉这部分额外成本pv,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就可能采用认证者提供的认证服务.
 

同时,
 

由等式(22)-等式(26)定义的其他两部门规制政策工具,
 

可以

确保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产生社会最优的粪便,
 

从而实现生猪养殖水平的最优化.
 

因此,
 

在两部门规制政策

下,
 

采用好的做法利用处理粪便肥料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其净利润水平高于采用不好的做法利用处理粪

便肥料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这种限制正如有关不对称信息的文献所界定的那样,
 

可以被认为是个人理性

的约束.
 

存在这种个人理性的约束,
 

是两部门规制机制显著区别于税收、
 

补贴或可交易排污许可等传统经

济激励机制的标志.
 

个人理性约束的出现是因为采用好的做法利用处理生猪粪便完全是自愿的行为,
 

而因

为边际环境损害减少获得的补贴或返还,
 

需要覆盖支付给认证者的认证成本.
如果采用好的做法处理生猪粪便带来的社会净剩余(W)增加,

 

无法覆盖认证者的认证成本,
 

实施两部

门规制政策或引入认证者的机制,
 

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就不是最优选择.
 

当边际环境损害减少幅度较小,
 

或

者认证者的认证成本较高,
 

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时,
 

就会出现上述情形.
但是,

 

也可以放松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同质性的假设,
 

考虑异质性的问题.
 

我们将n 个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分为k组(k为自然数,
 

且1≤k≤n),
 

属于同一组j=1,…,k的nj =
n
k

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具有同质

性,
 

即他们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fj(·),
 

相同的面源污染排放函数θj
l(·),

 

l=b,g,m,
 

相同的产出水平和相

同的生猪粪便使用处理成本pi
b,pj

g.
 

第j组的每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可选择的变量分别为xj
b,xj

g,xj
m,xj

w,

xj
h.

 

从而,
 

社会最优决策问题为

W = ∫
∑
k

j=1
fj(xj

f
,

 

xj
w)njx

j
h

0

pc(qc)dqc + ∫
∑
k

j=1
fj(xj

b,
 

xj
g
)njx

j
h/γ

0

ps(qs)dq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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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xj
h(pwxj

w +pmxj
m +pbxj

b +pgxj
g +ph)-D(∑

k

j=1
njxj

hej) (28)

  我们仍然沿用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利润函数的概念,
 

采用与前述推导相同的方法,
 

可以求得社会最优

和个人最优的一阶条件.
 

比较这些一阶条件,
 

可以求得针对每一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环境税tj
qc
,tj

qs
,

tj
b,tj

g,tj
m,tj

w,tj
h 以使这些主体的行为和决策符合社会最优的要求.

 

这些环境税将对情境2作出反馈.
 

然

而,
 

求解最优环境税要求环境规制者知道每一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面临的生产函数、
 

面源污染(氮)排放

函数和生猪养殖产出函数以及生猪粪便使用处理方式等信息.
 

假设环境规制者知道每一组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的污染排放函数,
 

但不知道其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
 

在这种情形下环境规制者如果知道每一组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生产函数和成本分布,
 

那么可以实施一个排污许可交易机制,
 

允许生猪粪便采用低污

染、
 

高成本方式(好的做法)产生的氮排放许可证在专业市场上进行交易转让.
 

更具体地讲,
 

规制者知道

生产函数fj(·),pj
b,pj

g,nj 的值和每组生产经营主体占比等信息,
 

同时规制者已经为生猪粪便的低污

染、
 

高成本使用处理建立了一套认证制度体系.
 

在这种框架下,
 

规制者可以计算整个群体所有要素投入

的最佳配置方式,
 

但无法计算单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要素配置的最佳方式.
 

因此,
 

规制者能够决定整个

群体采用好的做法和不好的做法使用处理粪便肥料造成的面源污染排放的最优水平,
 

两种粪便使用方

式下的最优排放分别为E*
b ,E*

g .
 

E*
b 的大小可以通过向所有组使用粪便肥料的行为征收与平均边际环

境损害相等的环境税t*
b 来实现;

 

E*
g 的大小可以通过为采用不好的做法使用粪便肥料的行为建立一个排

污许可交易制度而得到.
 

排污许可交易必须通过对每一组污染排放函数的差异进行加权平均,
 

即如果第

1组的生产经营主体采用好的做法使用1千克粪便肥料导致的氮排放是第2组的2倍,
 

那么给定相同的粪

便化肥,
 

第1组的每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得到的污染排放许可量应当是第2组的2倍.
 

排污许可的交易

价格由交易市场决定,
 

并且参与交易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获得了单位数量为t*
b 的补贴.

 

情境3的分析,
 

一开始就给出了个体异质性条件下这种规制机制的各种条件.

2.4 情境4:
 

规制者可以观测谷物产出和部门投入

考虑规制者可以观测谷物生产和部分而非所有要素投入的情形,
 

即tqs
=tm=te=0.

 

对矿物化肥不征

收环境税,
 

其背后的激励机制在于,
 

尽管我们的模型假设存在n 个同质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但在本区域

以外的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可能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
 

这就意味着应当对矿物化肥的购买行为征收不同

税率的环境税.
 

但是,
 

由于不同地区的税收不同给矿物化肥的黑市交易提供了激励,
 

这会破坏农业面源污

染规制政策,
 

因此分割矿物肥料市场是不可取的.
 

同样,
 

由于化肥的运输成本相对较高,
 

出现化肥黑市的

可能性不大,
 

可以对采用好的(不好的)做法使用粪便肥料的主体,
 

进行补贴(或实施征税),
 

并且这种两部

门规制政策会比较有效.
 

因此,
 

监管机构可以对玉米产出、
 

水、
 

耕地的使用以及生猪粪便不好的使用处理

行为征收环境税.
 

将(8)式-(12)式与(2)式-(6)式以及tqs=tm=te=0联立方程组,
 

可以求得同时实现社

会最优和个体最优的一阶条件为

tb =-
D'(·)θ'

m

(1-θ'
m)
(1-θ'

b)+D'(·)θ'
b ≠0 (29)

tg =-
D'(·)θ'

m

(1-θ'
m)
(1-θ'

g)+D'(·)θ'
g ≠0 (30)

tw =-
D'(·)θ'

m

fxf
(1-θ'

m)
fxw

<0 (31)

tqc
=

D'(·)θ'
m

fxf
(1-θ'

m)
>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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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D'(·)(e-θ'
bxb -θ'

gxg)+
D'(·)θ'

m

1-θ'
m

-f(·)
fxf

+(1-θ'
b)xb +(1-θ'

g)xg +
fxw

fxf

xw






 



 (33)

结果表明,
 

对水的最优环境税tw 为负,
 

而对谷物生产的最优环境税tq
c

为正.
 

对于生猪粪便使用行为的环

境税与情境3相同,
 

对采用好的做法使用粪便的行为实施补贴,
 

补贴数量为单位粪便tb-tg.
 

如果谷物生

产不使用矿物化肥而只依赖于粪便要素投入(θm=0,
 

θ'
m=0),

 

对于耕地使用征收的环境税就是严格为负

的,
 

即对耕地使用行为实行补贴政策.
 

考虑面源污染排放函数为凹(convex)函数,
 

由等式(33)可得

th =D'(·)(θb -θ'
bxb +θg -θ'

gxg)<0 (34)

这一系列的计算过程表明对谷物产出征税,
 

而对低污染要素投入或使用方式进行补贴.
 

但是,
 

如果没有特

定的假设,
 

等式(33)的符号无法确定,
 

因此需要用实证分析来弥补理论推导的不足.

2.5 情境5:
 

规制者能够观测谷物和生猪2种产出及部分投入

我们分析规制者不仅能够观测生猪养殖和谷物种植,
 

而且能够观测水和生猪粪便投入(包括好的做法

和不好的做法)的情境,
 

在这种情境下tm =th =te =0.
 

把对生猪养殖和谷物种植以及水和生猪粪便投入的

环境税带入等式(8)-等式(12),
 

会发现对生猪养殖征收的环境税tqs
在等式中消失.

 

为了将等式(8)和等

式(9)中的tb 和tg 分开,
 

我们将等式(12)中的相关变量替换掉,
 

这样tqs
会在一阶条件的表达式中消失,

 

这

是由于生猪生产函数和排污税在数学上具有线性特征.
 

因此,
 

我们无法通过一阶条件来决定对生猪产出的

环境税.
 

对于tqs
的不确定性,

 

无论是试图求解tqs
和tqc

,
 

还是单独求解tqs
都无关紧要.

 

但是,
 

我们可以实

证分析对生猪产出的环境税,
 

因为对最优化问题的数学求解并不是基于一阶条件的.
除了以上5种情境,

 

还可以根据信息情况设置更多的情境,
 

并进行比较分析.
 

但是,
 

为了简明起见,
 

我们没有分析更多的情境,
 

上述5种情境代表了主要的实际经济运行状况.
 

通常而言,
 

两部门规制政策

具体选用什么规制工具,
 

或者通过将其值设定为零而不选用某种工具,
 

主要取决于监测相关数据的条件

和能力.
 

但是,
 

由于规制者决定了5个变量的最优值,
 

从而给出了5个一阶条件,
 

不可能将8种可供选

择的规制工具(实际上就是对8个变量的税收或补贴)都纳入分析,
 

而最多可以将5种规制工具纳入模型

分析.
 

换言之,
 

必须有3种规制工具被设置为零,
 

以保证社会最优解唯一.
 

在规制者无法有效观测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是否采用好的做法利用处理生猪粪便的情形下,
 

规制者可以通过创建一个认证者来解决

不对称信息问题.

3 结 论

由于面源污染无法追溯至特定的污染排放者,
 

向农业生产中的氮排放征收一个最优的(first-best)环境

税,
 

对环境政策制定者而言不具有可行性.
 

另一方面,
 

可以设计一种由纯环境规制工具组合而成的两部门

政策,
 

把对可观测要素投入和产出水平征收环境税或进行补贴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引导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调整自身的决策和行为,
 

并最终实现社会最优的面源污染排放水平.
 

这些自愿但基于经济激励的政策工

具,
 

在实现对行为监管和政策执行需求最小化的同时,
 

具备最优的(first-best)庇古税的绝大多数特征.
 

我

们的研究旨在丰富有关面源污染领域两部门环境规制机制设计和实施的理论文献,
 

特别是探讨两部门规制

政策在解决农业面源污染管控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潜在可能.
 

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氮排放等不

仅受污染性要素投入数量的影响,
 

还受这些要素投入使用方式的影响.
 

由于监管机构无法区分要素投入的

使用属于好的做法还是不好的做法,
 

我们引入了一个认证者,
 

以克服相关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这就要求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就生猪养殖产生的所有粪便,
 

按照污染高、
 

成本低(不好的做法)的使用方式缴纳较高的环

境税tb.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只有在获得认证者的证明,
 

说明其产生的粪便数量和使用粪便的方式属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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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时,
 

才能根据用于好的做法的粪便数量获得政府补贴.
本文的研究发现,

 

实现社会最优的方法很多,
 

至少包括2种两部门规制政策:
 

①
 

对污染性要素投入

征税,
 

对耕地使用补贴的政策组合;
 

②
 

对产出和采用不好的做法使用粪便肥料的行为征税,
 

而对非污染

性要素投入和采用好的做法使用粪便肥料的行为补贴的政策组合.
 

同时,
 

本文的研究也说明了可以如何

利用经济激励设计面源污染规制政策,
 

以提高对面源污染问题最佳管理实践(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的接受度.
本文的研究至少具有3个方面的政策启示:

 

①
 

在点源污染规制领域普遍采用的环境税工具,
 

可以在农

业面源污染规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但这有赖于环境税政策机制的科学设计,
 

更具体地讲,
 

需要将环境税

与补贴等其他政策工具配合使用.
 

②
 

基于环境税的两部门机制在农业面源污染的规制方面,
 

需要充分考虑

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行为征税的政治可接受性,
 

对传统的家庭式农户征税可能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
 

但对

规模化农场、
 

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征税则具有可行性.
 

因此,
 

征税对象有2种方式:
 

一是对所有农业面源污染排放者普遍征收,
 

但对污染损害较小的单个农户实行减免税政策;
 

二是对单个农

户不征税,
 

而只对规模化农场、
 

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征税.
 

③
 

基于环境税的两部门规

制政策工具在农业面源污染领域的应用,
 

需要“三农”领域的持续深化改革加以配合,
 

比如,
 

在新型农业生

产服务主体的培育方面,
 

需要考虑支持农业技术认证主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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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Part
 

Policy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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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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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rea
 

of
 

economic
 

regulation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bundant
 

theoretical
 

achieve-

ments
 

on
 

environmental
 

tax,
 

financial
 

subsidies,
 

environmental
 

penalties
 

and
 

other
 

policies
 

have
 

been
 

re-

ported
 

in
 

literature,
 

but
 

there
 

remains
 

much
 

room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combination
 

of
 

various
 

economic
 

regulation
 

tools,
 

especially
 

on
 

the
 

two-part
 

instruments
 

based
 

on
 

environmental
 

tax.
 

The
 

two-part
 

regula-

tory
 

policy
 

has
 

most
 

of
 

the
 

properties
 

of
 

the
 

first-best
 

Pigouvian
 

tax,
 

while
 

the
 

information
 

demand
 

for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can
 

be
 

minimized.
 

Under
 

a
 

partial
 

equilibrium
 

framework,
 

this
 

paper
 

com-

pares
 

and
 

studies
 

the
 

regulatory
 

effects
 

of
 

two-part
 

policies
 

based
 

on
 

environmental
 

tax
 

on
 

agricultural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five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wo-part
 

regulation
 

policy
 

based
 

on
 

environmental
 

tax
 

will
 

induce
 

a
 

moral
 

hazard,
 

becaus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s
 

not
 

only
 

re-

lated
 

to
 

the
 

input
 

of
 

polluting
 

factors
 

itself,
 

but
 

also
 

to
 

the
 

mode
 

of
 

the
 

use
 

of
 

the
 

input
 

factors.
 

There
 

are
 

at
 

least
 

two
 

policy
 

combinations
 

to
 

realize
 

the
 

optim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discharge
 

in
 

society-one
 

is
 

to
 

levy
 

taxes
 

on
 

the
 

input
 

of
 

polluting
 

factors
 

and
 

subsidize
 

th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the
 

other
 

is
 

to
 

levy
 

taxes
 

on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the
 

use
 

of
 

manure
 

with
 

high
 

pollution
 

and
 

low
 

cost,
 

and
 

subsidize
 

the
 

in-

put
 

of
 

non-polluting
 

factors
 

and
 

the
 

use
 

of
 

manure
 

with
 

low
 

pollution
 

and
 

high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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